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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政策与全球

经济治理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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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长期依赖市场自由化与全

球化的旧有发展模式导致一些国家产生就业不足、产业空心化与社会不平

等等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间围绕产业政策和技术竞争的摩

擦不断升级,导致多边体制陷入信任危机与治理僵局。在这一背景下,本

文提出以生产主义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强调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推

动产业能力建设和就业扩展。与传统新自由主义不同,生产主义并不将政

府视为外部干预者,而是视其为参与和塑造市场、建立制度和协调社会目

标的积极行动者。本文认为,生产主义逻辑不仅可以在国家内部推动实现

经济升级与社会福利改善,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透明的政策解释机制与跨

国协调程序,缓解产业外溢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冲击。生产主义为各国应对

当前经济困境提供了新的政策理念,也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构提供了可行

的制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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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经济面临深刻的困境。旧有依赖自由化与全球化的模式

暴露出就业不足、产业空心化与社会分化等问题,而主要经济体之间围绕

产业政策与技术竞争的摩擦进一步加剧治理危机。本文以生产主义

(productivism)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与市场协同推动产业能力建设和包

容性就业的路径,并探讨生产主义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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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产主义———推动社会变革的新方向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治理不断变革,生产主义成为了一种具有现实

指导意义的新理念。生产主义不仅是一项政府主导的、以推动经济结构转

型和生产率提升为核心的供给侧战略,更代表一种新的政策制定范式。其

目标不仅在于改进产业部门的构成、企业活动或技术基础,还在于通过嵌

入式互动机制,激发企业、私人投资者、创新者与政府之间的协同作用,实
现广义上的生产体系升级(Rodrik,

 

2023)。

(一)
 

什么是生产主义?

与传统自上而下、线性推进的政策逻辑不同,生产主义强调“迭代协

作”(iterative
 

collaboration),认为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动态反馈、容错机

制与持续修正。这种治理理念与Rodrik
 

and
 

Sabel(2019)所提出的“试验

主义治理”(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相契合,后者主张将政策视为不断

试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强调地方知识的价值与制度的柔性适配能力

(Rodrik
 

and
 

Sabel,
 

2019)。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须摆脱官僚式指令管理逻

辑,转而建立一种嵌入式自治(embedded
 

autonomy)关系,即在保持政策

主动性的同时,尊重企业的实践经验与反馈机制,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公共—私营合作。其政策工具不再局限于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而是囊括

了劳动力培训、技能提升、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监管优化以及公共风险资

本投资等一整套政策组合,强调供需两端的深度协调与结构性改革

(Rodrik,
 

2023)。这一理念体现出对技术路径依赖和就业结构转型的高度

敏感性,试图通过治理机制和制度设计引导生产体系向更加包容、公平且

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此外,生产主义也代表了一种对社会政策的新理解,即强调通过生产

体系本身实现包容性发展。在Rodrik
 

and
 

Stantcheva(2021)的生产主义

型福利国家(productivist
 

welfare
 

state)框架中,社会政策不应仅限于收入

再分配或风险补偿,而应以增强个人和地区的生产能力为核心,包括提供

终身技能培训、支持劳动参与、构建高质量就业体系等。这种政策取向主

张将产业政策与福利政策有机整合,通过赋能式干预(empowerment-
based

 

intervention)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双重目标。它不仅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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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主导与政府退出的范式,也超越了传统凯恩斯主义以

总需求管理为主的路径,转而强调结构转型中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机制创

新,体现了一种更具长期视野的战略选择(Rodrik,
 

2023)。

(二)
  

生产主义与新产业政策(new
 

industrial
 

policy)

生产主义理念也倡导改变产业政策范式。传统产业政策常被限定于

制造业领域,并聚焦于通过补贴、税收激励或政府采购等方式提升特定

产业的竞争力,这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政府通过制定税收

激励、财政补贴或优先采购等规则,引导特定产业发展(Rodrik,
 

2023)。

这类政策往往假设企业对于产业发展的激励政策会做出敏感反应,但忽

视了企业在投资实践中面临的多样化和具体约束,因此政策目标难以有

效落地。

与此相对,
 

新产业政策强调问题导向和互动治理,主张政府应深入识

别制约企业投资和生产升级的关键障碍,并通过多样化政策工具协助其克

服这些障碍。这一政策理念认为,企业在技术研发、要素获取或制度环境

方面所遭遇的瓶颈多种多样,单一的财政补贴难以有效化解。例如,企业

可能面临技能型劳动力不足、土地资源紧张、技术引进障碍或监管政策滞

后等问题,仅提供资金支持并不足以改变其投资行为。因此,应从提供补

贴转向识别与解除约束的政策逻辑,推动产业政策向协作性、结构性和能

力建设导向转型(Rodrik
 

and
 

Sabel,
 

2019;Rodrik,
 

2023)。

新产业政策的理念在中国的部分实践中已具雏形,中国的产业政策实

践已显现出从“激励—补贴”范式向“能力建设—问题解决”范式的过渡。

这种政策理念的转型不仅体现在政策工具的多样化,更体现在治理逻辑的

根本变化:政策执行不再是政府单方面设定激励参数,而是基于对企业行

为机制的深入理解,通过多主体协作实现动态调节。近年来,中国在推动

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半导体以及绿色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发展中,逐步表

现出更强的问题识别能力与政策协同能力。例如,在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通过资金扶持推动企业集聚,更通过

土地指标协调、人才培养对接、能源结构优化以及上下游企业撮合机制等

多重路径,为企业提供了系统性的支持。以福建宁德为例,该地区以宁德

时代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发展显示出地方政府在构建“嵌入式产业政策网

络”方面的积极探索。类似地,中国在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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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从资本供给向制度供给的转变。尽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为企

业提供了初期融资支持,但更具制度含义的政策包括:鼓励高校与企业共

建研发平台、推动产教融合、设立知识产权交易机制、优化科研激励机制

等。这些举措不再仅以资金注入为目标,而是旨在搭建长期能力建设的制

度平台,体现了政策逻辑的根本转型。此外,在碳中和目标引领下,中国在

绿色产业领域的政策实践亦体现出新产业政策特征。政府不仅出台一系

列绿色税收和补贴政策,更在绿色信贷标准制定、碳交易市场建设、绿色技

术评估与认证等方面加强制度供给,通过激励结构与市场规则的再设计,

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向低碳、可持续领域倾斜。

(三)
  

生产主义理念下的新产业政策应用于何处?

制定合理的新产业政策是推行生产主义理念的重要抓手,而新产业政

策的关键议题之一在于应当将其应用于何处。长期以来,产业政策主要聚

焦于制造业,尤其是在东亚模式的成功激励下,发展中国家往往将出口导

向型制造业作为实现经济腾飞和就业吸纳的关键路径。然而,这一路径在

当下世界已难以广泛复制。虽然越南、柬埔寨等少数国家可能仍具备一定

的结构条件和外部机遇以仿效中国的赶超路径,但对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而言,技术变革、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及全球价值链重构已构成结构

性障碍。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替代了大量中低技能岗位,供应链分布更加

区域化或再本土化,使得后发国家更难以通过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融入全

球产业链。这一趋势导致工业化作为创造良好生产性就业的工具不再具

有以往的广泛适用性(Rodrik,
 

2023)。

在这一背景下,服务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应成为新产业政

策的核心关注对象。传统产业政策的设计往往以规模化、出口导向为逻辑

基础,但服务业,特别是教育、医疗、社区照护、物流配送及城市基础服务等

领域,虽目前多属非正规、低生产率部门,却是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主要渠

道。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目标是为大多数劳动力提供体面的、生产性的就

业机会,那么必须重塑对服务业的产业政策理解,并通过制度设计、技术应

用和能力建设显著提升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Rodrik
 

and
 

Sabel,
 

2019)。

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点在于其碎片化、非标准化

以及缺乏规模化经济机制,这也使得其政策回报周期更长、治理难度更大。

然而,发展政策必须触及增长如何扩散到整个经济这一核心议题。即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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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仍可为少数高技能劳动力提供高薪就业,但若不同时提升劳动密集型

服务部门的生产效率与组织能力,将无法为大多数处于低技能、非正规就

业状态下的劳动力群体提供有效的经济上升通道。

在政策上,这要求政府摒弃将产业政策局限于吸引外资和扶持出口的

单一思路,转而构建多层次、多部门的服务业能力建设战略。这可能包括

以提升街头小贩、个体劳动者、社区护理人员,甚至基层公务员的劳动效率

为目标的数字赋能计划、培训机制与财政支持项目。虽然这类政策实施路

径复杂、协作成本高、成效不易评估,但它所带来的收益更为广泛:其不仅

具备更强的就业扩散性,也更能推动经济包容性和社会整合。比如,美国

在疫情之后提出将照护经济作为重建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

2021年推出的《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和《美国就业计

划》(American
 

Jobs
 

Plan)中,均设有对儿童照护、长者照护、家庭照护等劳

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公共投资计划,其政策逻辑从社会福利转向生产性投

资。美国劳工部也在同步推动护理服务行业的职业认证、培训补贴与职业

路径体系,试图将原本分散、非正规、低保障的服务岗位纳入正式劳动力市

场。这一战略承认了服务业也是新一代生产性就业的关键渠道。

服务业导向型产业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对发展范式的一次重要反思与

重构。它不再将出口能力视为发展的重要标准,而是将是否能够提升绝大

多数劳动者的生产率作为政策设计的出发点。这种以人为本、以包容性就

业为目标的新模式,虽挑战传统制度路径,但更符合当前全球发展环境与

结构性就业转型的现实要求。这种发展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经济增长本

身,更在于它切实回应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即:帮助更多的

人变得更具生产力,从而构建一个更具公平性和稳定性的社会。

二、
 

生产主义政府的角色和激励

(一)
  

推行生产主义,政府该如何做?

  在当前发展型国家探索包容性产业转型的背景下,传统以自上而下的

中央计划为核心的产业政策模式面临诸多局限。现代产业政策不应仅被

理解为由政府设定一系列刚性规则,然后要求私营部门机械遵循的单向过

程。相反,它应当被重新构想为一种动态的、协作性的制度安排,强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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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角色从指令发布

者转变为协调者和学习者,还要求其设计出能够嵌入市场实践、容纳多方

反馈的灵活治理架构。

首先,产业政策的制度执行不应拘泥于传统的监管逻辑,而应通过建

立协同平台或政策试验区等机制,创造一种多元参与、灵活调整的政策环

境。这种新型制度不应采取疏离型、命令式的治理逻辑,而应通过过程导

向的合作机制来引导市场行为,从而实现“有纪律的实验”(disciplined
 

experimentation)与政策自我校正。

其次,这种政策体系往往具有更强的地方性特征,其组织架构趋于分

散,而非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有效的产业政策需要依托地方

政府或区域性平台的主动性与敏感性,因为它们往往最贴近企业与市场实

践。不能仅仅通过设立一个位于首都的中央机构来实施,而是必须通过在

多个地方设立有授权的嵌入型机构来参与市场调节与企业对话。这在中

国尤为突出,省级与市级政府在地方经济治理中的积极参与,为制度实验

和政策迭代提供了重要空间(Ang,
 

2016)。

最后,有效的产业政策需要具备实时监测与动态纠偏能力。许多政策

失败并非源于选择了错误的产业,而是源于在投资失效迹象明确的情况

下,政府依然继续投入资源以维持既有支持路径。这一路径依赖性失败凸

显了政策反馈机制与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产业政策的成功依赖于一种能

边做边学的制度能力,即在发现政策效果不佳时能够迅速调整方向,从而

避免“把钱投入无底洞”(throwing
 

good
 

money
 

after
 

bad)。这也印证了近

年来关于“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在发展经济政策中的重要讨

论(Sabel
 

and
 

Zeitlin,
 

2012)。现代产业政策的制度设计必须跳出传统的

计划逻辑,强调地方嵌入性、协作性治理、实时反馈机制与组织学习能力,

从而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稳定的政策路径,并构建面向未来的生产性就业

结构。

(二)
  

如何设计政府激励以推行生产主义?

在推行生产主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既是信息的汇聚者,也是制度实

验的发起者,其激励结构的设计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率与效果。

中国经验为理解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中的能动作用提供了丰富素材。

首先,制度性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土地配置、技术监管、招商引资等方面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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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自主权。在财政制度设计方面,中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

后,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保留部分本地税收的权力,尤其是对增值税分享比

例的明确划分,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较强的财政激励来推动本地经济发展

(Qian
 

and
 

Weingast,
 

1997)。这一制度安排在实践中显著强化了地方政

府在招商引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主动性,进而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了较为激烈的“促进增长型”竞争格局。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普遍

采取“开发区+产业招商”模式,通过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等空间载体,集中配置土地、财政、行政审批等资源,吸引产业项目落

地。例如,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地方政府不仅提供土地优惠和税收减

免政策,还积极介入企业服务、人才引进和供应链协调,形成了具有一定

“开发型国家”特征的地方治理模式(Zeng,
 

2010;Ang,
 

2016)。这一模式

在集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在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金融服务等领域,成为地方推动结构性转型的重要抓手。

其次,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不仅体现在对企业税负的初始减免,更
重要的是围绕企业发展所需服务能力的竞争。地方政府通过设立产业引

导基金、提供前期基础设施投入和设定绩效导向的招商考核体系,将自身

利益与企业发展的长期表现紧密绑定。这种机制有助于地方政府在企业

落地后的运营阶段持续提供公共服务,避免了“重引进、轻服务”的短视行

为,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产业政策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扭曲问

题(Xu,
 

2011)。尽管税收竞争可能带来“逐底竞争”的风险,但在中国情境

下,这一竞争更多表现为服务能力的提升与对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利用。

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通过“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机制

强化了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一个典型例子是地方政府利用产业引导基金

等公共资本工具投资新兴产业,若项目成功,政府亦可分享收益。例如,上
海市政府在支持特斯拉建厂过程中,除在政策审批、用地安排等方面提供

快速响应外,还与企业签订了明确的收益回报条款。根据该协议,若企业

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足额税款,政府可收回部分土地权益。这一安排既体

现了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也展现了公共资源投入与绩效目标

相挂钩的治理逻辑。

美国也尝试过类似的机制,尤其是在绿色产业领域。比如,在21世纪

00年代初期奥巴马政府推动绿色新政的背景下,美国能源部通过贷款担保

计划向多家清洁能源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旨在推动绿色技术商业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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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支持模式主要基于贷款担保机制,而非股权投资或收益分享机制,

导致公共部门在企业失败时承担下行风险,却未能在企业成功时分享上行

收益(Mazzucato,
 

2013)。Solyndra公司即为该计划中最具代表性的失败

案例。该公司是一家开发新型光伏电池技术的初创企业,于2009年获得

美国能源部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支持。然而,受全球光伏市场价格剧

烈波动和企业自身技术路线失误的影响,该公司于2011年宣布破产,引发

广泛质疑和政治争议,被视为绿色产业政策“政府挑选赢家”失败的象征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1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期同样

接受政府支持的特斯拉在商业化进程中取得成功,但由于政府未参与收益

分享,公共资金并未从中获得直接回报。这一经验凸显了当前绿色产业政

策设计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即政府应通过结构性改革,在承担风险的同

时建立分享收益的机制,从而提升财政投入的效率与可持续性。近年来,

美国在《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和《芯片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框架下,尝试引入更为系统性的产业政策与政府参与机

制。但相较于中国在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地方政府主导+公共

投资引导+企业市场化运营”模式,仍缺乏足够的协同性与长期激励机制。

推动生产主义发展的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激励结

构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实践表明,在财政分权与产业协作机制并行的制度

框架下,地方政府有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能通过动态调整机制提升资源

配置效率。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借鉴中国经验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复

制某一制度工具,而在于构建一个能够将公共目标与地方利益有机结合的

制度性激励体系。

三、
 

生产主义与全球经济治理

在生产主义逻辑推动下,国家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促进本国产业

升级和结构优化,往往能够实现国家内部经济增长、就业扩大以及居民福

利改善等多重目标。然而,产业政策的实施并非在封闭系统中展开,其外

溢效应不可忽视。一国通过补贴、市场准入限制或技术保护措施提升本国

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往往会对其他国家相关产业造成不利影响,尤其在全

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政策“利己”的副作用可能引发跨国利

益摩擦,削弱贸易伙伴的市场份额,进而引发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投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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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形式的贸易摩擦与政策报复(Evenett
 

and
 

Fritz,
 

2015)。在更广泛层

面上,这类由产业政策外部性诱发的紧张关系,还可能激化对全球经济治

理机制的怀疑与冲击,成为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推手。因此,如何在推动

生产主义理念的同时,协调各国间的产业政策互动、避免“以邻为壑”的政

策竞赛,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
  

全球经济治理的元体制(meta-regime)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挑战。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

心的制度性全球化架构,在过去数十年中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的

显著扩展。然而,随着各国对全球化外部性的认知加深,以及各国内部政

治对经济主权要求的强化,现行全球治理模式已难以调和国家间日益分化

的政策偏好与制度路径(Rodrik,
 

2012;
 

Hopewell,
 

2020)。当前的制度安

排过于强调规则收敛与国家间趋同,未能充分容纳国家在产业政策、技术

发展、气候应对等方面的差异性诉求,由此引发了制度合法性与有效性双

重危机。

这一背景下,学界与政策界日益关注如何在国家政策自主性与国际协

调需求 之 间,构 建 一 种 更 加 包 容、弹 性 的 全 球 治 理 框 架(Farrell
 

and
 

Newman,
 

2019)。我们应反思以往制度性全球化所设想的高度纪律化的

国际制度,该模式假定各国在经济治理上将逐步趋同,从而可在全球层面

确立统一、严格的规则体系,以确保市场开放与政策中立。然而,经验表

明,各国在制度实践中持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以

来,日益采取以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为导向的贸易政策,削弱了对多边主

义的制度性承诺。

在此趋势下,一种可能的极端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无序化与碎片化:各
国竞相实施单边措施,一些政策带有显著的跨境负外部性甚至损人利己的

意图。这种无序状态将破坏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基础,包括市场稳定、贸
易预期、知识产权保护与环境协同等核心领域。因此,必须探索一种超越

传统二元划分的新型治理架构,既非彻底放弃制度协调,也非要求过度的

规则统一。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元体制”的构想,这是一种在各国仅具最低共识

时即可运作的宽松国际治理框架,其出发点是承认未来全球秩序将长期处

于多元行为体并存、大国主导的双极或弱多极格局,以及深刻的制度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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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差异之中。在此条件下,元体制的目的并非建立一套统一规则,而是提

供一种基础性、过程性的机制,帮助各方沟通分歧、减少误判,并在保持国

家自主性的前提下避免对他国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同时为潜在合作创造空

间。该模式在制度安排上更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的结构,其特征是不

对国家内部政策加以严格约束,而是鼓励国家通过非正式对话机制,就其

政策目标、动因与潜在影响进行说明与协调。
“元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多边协商机制。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

中,跨境政策外溢效应不可避免。然而,应当区分两类外溢行为:一类源于

追求本国内部合法目标的政策安排,其附带影响虽可能对他国产生不利,

但并非出于削弱他国的意图;另一类则是策略性、损人利己性质的干预。

这一区分对于重建国际互信具有基础性意义。通过要求各国政府公开其

政策目标与行动逻辑,并在双边或多边平台上进行阐释与沟通,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误解、降低摩擦风险,并为合作奠定基础(Chwieroth
 

and
 

Walter,
 

2019)。

此外,这一治理框架也强调国家内部治理质量对全球治理绩效的影

响。国际透明性与问责机制的可行性,依赖于各国政府在国家内部政治体

系中对选民保持开放、可解释的政策实践。只有当国家能够向其本国公众

充分解释政策目标、权衡与替代选项时,才能在国际层面实现可信的政策

承诺。这种内外一致性的政治沟通机制,是建立稳定国际合作关系的制度

前提。

(二)
 

元体制如何解决国际冲突?

在当前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传统的基于互惠让渡逻辑的

谈判机制(如《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所体现的那种“你削减关税,我也

削减关税”的对等交换模式)在部分领域依然有效,能够通过制度化谈判实

现合作。然而,随着国家政策目标的多样化及其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

产业结构调整等核心议题的日益嵌入,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愈加复

杂,许多政策分歧已难以通过传统博弈逻辑下的互惠妥协来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元体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制度框架,变得尤为关键。

元体制并不要求在所有问题上达成明确协议,而是为国家之间提供一个持

续对话、解释动机、构建信任的机制,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其核心

功能在于调节国家间无法调和的制度差异,避免政策冲突演化为系统性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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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或全面贸易战(Rodrik,
 

2024a)。例如,在中美关系中,某些政策措施,如
中国的产业补贴,或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实施的技术限制等,可能根本无法

实现对等的交换性让渡。在缺乏元体制框架的情况下,此类行为可能被视

为恶意或损人利己,继而引发报复性政策,形成螺旋式的对抗升级。

因此,元体制应当鼓励国家在行使其政策主权时,同时承担起解释义

务,即在推行可能影响他国利益的政策时,主动公开政策目的、风险评估及

其必要性。这种解释机制不仅服务于外部贸易伙伴的理解,也促进国家内

部政策透明化和合法性建构。一旦各国能够理解彼此政策背后的动因,即
使受到间接的不利影响,也更容易将其视为非蓄意、非敌意行为,而是可预

期的政策溢出效应。这种制度性解释机制的长期目标,在于建立一种“有
节制的自我约束”逻辑(self-restraining

 

logic),即国家在主权决策时自动考

虑其对国际伙伴的外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调整。

以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战略为

例,这一战略体现了在国家安全考量下对特定技术领域实施有针对性限制

的政策路径。拜登政府试图构建一个制度化、透明化且“有边界”的技术管

控框架,以实现国家安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有限协调。该政策由国家安

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于2022年明确阐述,其核心理念是:美国将界定一个

相对狭窄的技术范围,即所谓“小院”,专门针对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

关重要的先进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先进半导体,而在这一范围

内,则构筑起严密的“高墙”,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式阻止地缘战略

竞争对手获取这些技术(Sullivan,
 

2022)。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它在理论

上拒绝将技术竞争全面“泛安全化”,而是明确了政策的适用边界,从而既

对内形成政策合法性,也向外界传递可预测的信号,降低误判和冲突风险

(Farrell
 

and
 

Newman,
 

2019)。

这一政策设计虽初衷明确,但在实际执行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与模糊地

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实施具体出口管制和外资审查时,常缺乏足够的

公开论证与标准化阐释,这使得“小院”的界限在实践中存在不断扩张的倾

向,易引发外界对于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失衡的质疑。另一方面,若缺乏跨

国透明度与解释机制,相关政策也可能被视为削弱竞争对手技术能力的“零
和博弈”,从而加剧战略对抗,而非实现制度互信与合作(Hopewell,

 

2020)。

这一案例凸显了元体制对于解决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性。元体

制的目标并非实现政策标准的趋同,而是提供一个使政策差异得以共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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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演变为冲突的结构性保障(Howse
 

and
 

Nicolaïdis,
 

2001)。各国在推

进本国政策目标时,须更多地通过对内外公开阐释过程,提升政策正当性,

并为全球技术治理提供制度空间与对话平台。

(三)
  

如何进行政府机制设计以维护全球经济秩序?

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面临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政府机制设计对于

维持政策连贯性与避免破坏性干预显得尤为重要。以美国为例,其近年来

在贸易政策领域的急剧转向,反映出制度约束机制的弱化与权力制衡功能

的退化。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政策,尤其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大规模实

施关税措施的做法,明显偏离了宪政框架中对总统贸易权限的规定。根据

美国法律,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应主要归属于国会,然而在这一阶段,国会由

于政治极化与政党分裂,未能有效行使其贸易政策的制定职能。这一现象

标志着美国政治体制中分权机制的实质性削弱(Rodrik,
 

2024b),也反映出

民主制度对抵御民粹主义干预的脆弱性。

在这种情境下,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如何构建既能保障民主合法性,

又具备政策专业性与稳定性的机制架构。民主理论指出,在某些特定政策

领域,将政策制定权委托给具有高度专业性与独立性的技术官僚机构,有
助于规避短期政治压力所带来的干扰。例如,在货币政策领域,中央银行

的独立性长期被认为是维护通胀稳定与市场信心的关键制度安排(Alesina
 

and
 

Summers,
 

1993)。其合理性在于将共识性目标(如价格稳定)与技术

性执行相结合。然而,在贸易政策领域,由于其高度的分配效应、涉及广泛

的社会与产业利益差异,类似的独立性委托逻辑较难成立(Rodrik,
 

2018)。

因此,贸易政策更须嵌入强有力的立法监督与透明程序中,以防止政策被

滥用为民粹或地缘战略工具,损害全球经济稳定。

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设计不仅关乎国家内部政治的稳定,也直接影

响全球经济治理的可预期性。当一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容易因选举变动或

权力滥用而发生剧烈波动时,其对外政策的连贯性也会受到破坏,进而加

剧国际体系中的不信任与冲突。例如,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与其

后的拜登政府之间虽在风格上有所差异,但在战略延续性方面仍然存在较

大张力,说明制度性缓冲机制仍显不足。因此,为了避免未来类似破坏性政

策的反复上演,必须重申制度设计中“合法性—专业性—可问责性”的均衡原

则:在政策目标存在共识、执行过程高度技术化的领域,应给予机构以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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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自主性;在涉及广泛利益博弈、需要民主裁决的政策场景中,应强化透明

审议与国会制衡机制,确保政策变动不致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的核心稳定性。

四、
 

结论

当今全球经济运行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转折期。传统依赖市

场自由化和全球化红利的发展模式给一些国家带来严峻挑战,包括产业空

心化、就业机会不足、收入分配失衡以及社会信任削弱,这些问题均表明旧

有模式难以为继。同时,主要经济体围绕产业政策、技术安全与市场准入

的摩擦不断加剧,导致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体制的有效性下降,全球经济

治理面临严峻考验。在这种双重困境下,如何兼顾国家内部经济升级与全

球制度稳定,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提出的“生产主义”框架,试图为这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与政策启

示。生产主义强调,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提升产业能力和创造就

业,从而为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

自发调节的过度依赖,生产主义主张政府不仅是纠偏者,更是市场的参与

者、塑造者与协调者。这一理念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发展经济学对产业

政策的正当化研究,以及制度主义学派对国家能力的深入讨论。换言之,

生产主义为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重新界定自身角色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政策层面,生产主义逻辑为应对当下困境提供了三个重要启示。第

一,在国家内部层面,各国政府需要设计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强化创新体

系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生产率与就业质量。尤其是在数字化、绿色转型

和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政府应当通过公共投资和制度创新,引导市场力

量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第二,在国际层面,产业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跨

境外溢效应,甚至引发摩擦。为此,应建立透明的政策阐释机制,使各国能

够区分“损人利己”的政策与“附带溢出”的政策,减少误判,避免陷入报复

与冲突的恶性循环。第三,在全球治理层面,未来的制度框架不必是高度

集中化的全球纪律,而应当是一个元体制(meta-regime):既给予各国足够

的政策自主权,又通过对话、解释与相互监督,构建起基本的信任与合作。

总体而言,生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取向,更是一个制度性思路:

它通过强调政府在市场塑造与社会协调中的核心作用,回应了新自由主义

所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它也为全球治理的重构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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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过灵活制度安排和透明沟通,协调国家内部政策自主与国际制度稳定

之间的张力。未来,若能在生产主义逻辑下重建国家内部经济制度与全球治

理的互动关系,世界经济或许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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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sm:
 

New
 

Industrial
 

Policy
 

and
 

New
 

Thinking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Dani
 

Rodrik

(Kenned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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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lobal
 

economy
 

is
 

grappling
 

with
 

deep
 

structural
 

strains.
 

Decades
 

of
 

reliance
 

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ave
 

left
 

many
 

countries
 

with
 

fragile
 

employment
 

growth,
 

industrial
 

hollowing-

out,
 

and
 

widening
 

in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intensifying
 

disputes
 

over
 

industrial
 

policy
 

and
 

technology
 

have
 

eroded
 

trust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pushe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into
 

gridlock.
 

This
 

paper
 

advances
 

productivism
 

a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economic
 

governance.
 

Productivism
 

underscores
 

the
 

joint
 

rol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building
 

productive
 

capacity
 

and
 

expand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Unlike
 

neoliberal
 

approaches
 

that
 

cast
 

the
 

state
 

as
 

a
 

corrective
 

actor,
 

productivism
 

views
 

governments
 

as
 

integral
 

market
 

participants—

designing
 

institutions,
 

shaping
 

incentives,
 

and
 

aligning
 

economic
 

outcomes
 

with
 

broader
 

social
 

objective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productivist
 

strategies
 

can
 

foster
 

domestic
 

upgrading
 

and
 

social
 

welfare
 

while
 

also
 

easing
 

international
 

tensions.
 

By
 

promoting
 

transparency
 

in
 

policy
 

justification
 

and
 

creating
 

mechanisms
 

for
 

cross-border
 

coordination,
 

productivism
 

offers
 

both
 

a
 

viable
 

policy
 

paradigm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rebuild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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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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